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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可持续性研究

———基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

张小蒂　曾可昕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依靠深化体制改革而激活企业家潜能是转型时期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捷径，但经济效

率的提升是该“捷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可持续通行的重要前提。通过剖析经济效率在微观、宏观、综合

三个层次的内涵并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以动力、能力增进为特征的企业家资源拓展可显著提升生产、动

态、配置三个维度的效率，由此导致的三类协同，即企业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企业家创新与创业的

协同，微观生产效率与宏观动态效率的协同，是上述“可持续性”形成的重要驱动源，而不断深化以市场化

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则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为促进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持续增进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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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　ｉ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ｕｌ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ｍａｋ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ｃｌｅａ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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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依据动态比较优势进行的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中国若要在这一进程
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而“更好”的目标得以实现的重
要前提条件，则是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内生增进。张小蒂和曾可昕对比较优势内生增进的机理做
了深入研究后发现：（１）基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分工易使经济贸易格局静态化，由此导致“低端锁
定”，而按照基于分工深化而形成内生比较优势这一发展战略，则企业家可依据市场状况的变化动
态优化资源配置。随着企业家资源的拓展，分工深化所引致的生产率上升幅度可超越交易费用的
增加，从而使市场规模扩大。这表明，市场规模可反映分工深化与比较优势增进的状况。（２）作为
一揽子要素优化配置者的企业家是推动比较优势内生增进的关键主体。企业家资源的拓展就是其
数量逐渐增多、商务才能日益提升的发展过程。此类资源具有半隐性特征，在适宜的制度环境下方
能被激活，这对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３）在分工演进中，企业家资源主
要通过“干中学”而内生性拓展。该“内生性”体现在熟能生巧、市场信息发现、处理效率提升及市场
网络效应增强等方面。（４）企业家主要通过要素积累加快及其结构升级来推动以市场规模扩大为
表征的比较优势内生增进［１］。然而，鉴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以及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长期
性，此类“增进”是否可持续仍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应该强调的是，理论上的动态比较优势增进
要转化为现实中的比较利益，必须经历真实世界的相应传导机制，而经济效率则可以作为衡量上述
“转化”状况与程度的重要依据。　
经济效率是经济研究的最根本问题，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第一，生产效率，通常指微

观层次的经济主体在投入与产出上表现出的业绩，包括厂商在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等方面
所做的努力，也即研究在给定经济资源的前提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的问题。第二，动态效率，主要
研究现有经济资源在宏观层次是利用不足、产生非自愿失业，还是过度利用、产生通货膨胀的问题。
第三，配置效率，是指将有限资源合理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使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也就是
研究将资源配置到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主体手中去［２］１１０－１１２。从中国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来看，
经济效率对动态比较优势可持续增进的贡献可以较全面地体现在上述三个维度中，如生产效率可
侧重从微观层次反映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而动态效率则是从宏观视角探讨现有经济资源利用效率
的状况。在宏观层次上，无论是资源利用不足，还是过度利用，都是经济缺乏动态效率的基本表现。
其中充分就业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非自愿失业率的高企则是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过
往的研究大多从生产率或资源禀赋等视角探讨一国的比较优势。Ｂａｌｄｗｉｎ认为，各种国际贸易新
理论就是列出了影响比较成本的不同因素而已［３］。他所指的比较成本主要是微观层次的企业成
本。然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来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生产成本仅比美国低不到５％，且
正面临着较大的工资上涨等成本压力［４］。在此情形下，中国企业所一直倚重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何
以为继？实际上，从经济效率的内涵来看，一国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生产效率上，还体现
在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资源宏观层次的动态利用效率上。因而，对企业家资源拓展影响中国动态
比较优势可持续增进的探讨，可从其对经济效率提升的影响切入，并以经济效率的三个维度来验证
与考察上述“增进”的可持续性，这对拓宽动态比较优势的传统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二、可持续性考察Ⅰ：“拓展”对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

企业家资源拓展对生产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体现为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积累加快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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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结构优化，及由此引致的生产率提高。其中，技术要素可促进经济的集约化发展而使诸要素的边
际收益提升，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进极为重要的指标，因而在一个创新驱动型经济中研究生产效
率提升，可着重考察研发绩效。企业家对研发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以
更高的效率组织诸创新要素，针对重点技术环节加大研发投入；（２）在追求研发先进性的同时，把握
研发成本，降低研发风险；（３）通过加强渠道控制，捕捉市场需求动态变化并及时优化研发参数，使
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更加契合，研发的成功率提高。基于以上三方面的综合，企业所研发的技术成
果与市场需求及自身禀赋的匹配度将不断上升，从而使技术创新导向的研发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
提高，表明企业投入与产出比较状况的持续改善。这意味着以一揽子要素优化配置为特征的企业
家创新不仅包含着技术创新，且能超越单纯的技术创新［５］８５－９０。为了考察上述“影响”，本文构建以
下回归模型：

ｌｎＹａｉｔ＝β０＋β１ｌｎＲＫｉｔ＋β２ｌｎＲＨｉｔ＋β３ｌｎＥｉｔ＋μｉ　ｔ （１）
其中，ｉ与ｔ分别代表地区与年份。Ｙａ表示研发绩效的大小，拟用万人中授权专利数增加这一指标
估计，ＲＫ、ＲＨ 与Ｅ 分别指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资本投入、研发人员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其中，

ＲＫ 用各地区万人中研发总支出估计，ＲＨ 则以万人中研发人员工作全时当量估计。依据企业家
资源内生拓展的过程，将Ｅ细分为三个阶段予以考察，分别记为Ｅ１、Ｅ２ 和Ｅ３。Ｅ１ 用每万人中个体
工商户数估计，以测度小微企业家的发展状况。当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可选用每万人中私营企业数对Ｅ２ 予以估计，以反映中小企业家的发展状况与
变化趋势。同时引入企业家异质性假定，以各地万人中上市企业的年末Ａ股及Ｂ股总市值来估计

Ｅ３。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往往具有较大的企业规模及领先的生产力水平，其经营状况可较好地
反映地区内具有一定企业规模的企业家的要素配置能力；而基于大量、连续、竞争交易所形成的企
业市值，则可系统、综合、动态地反映企业家的商务才能及市场拓展潜力。模型中的数据样本为全
国２８省市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我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海南未予以考察，而重庆市被纳入
四川省范围内考虑。为了通过地区差异的比较从而更深入地研究上述“影响”，将２８省市划分为东
部与中西部两部分进行对比分析，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
建和广东等１０省市，其他１８省区为中西部地区。上述估计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ｗｉｎｄ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ｎｄ．ｃｏｍ．ｃｎ）等。
对上述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可更为直观地反映近年来中国企业家资源及研发效率的变化

趋势。图１至图３分别给出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中国东部及中西部地区三个阶段中每万人企业家资
源的丰度。从整体趋势来看，不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各阶段的企业家资源都在随时间
不断拓展，但其增长速度有所差别。在初始阶段（即Ｅ１ 阶段），东部地区万人中个体工商户数一直
高于中西部地区，两者差距较小且较为稳定，这反映出两地区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在早期甄别、显化
阶段的能力与活力是接近的。而在其后的两阶段，东部地区的企业家资源增速明显快于中西部地
区，尤其是在２００５年之后，两者的差距开始扩大。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作为市场化改革
的先发地区，其不断优化的“干中学”环境促使企业家资源得到了更快的激活、甄别、显化与拓展。
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更进一步倒逼和促进了国内市场化改革
的深化，使企业家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具有了更强的创新能力与动力。图４给出了各地
区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研发效率的变化趋势图，数据由万人授权专利数（Ｙａ）除以万人中研发人员全时
当量（ＲＨ）计算而得。可以看到，各地区研发人员的研发绩效均呈增长趋势，东部地区的研发绩效
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差距逐年增大。该变化规律与图２和图３中企业家资源的变动状况相类
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部地区研发人员研发绩效的较快递增与企业家资源拓展之间有着较
强的正向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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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东部与中西部万人个体工商户数

　　

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东部与中西部万人私营企业数

图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东部与中西部万人Ａ／Ｂ股市值

　　
图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东部与中西部研发效率

在实证分析模型（１）时，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其均为一阶单位根平稳，拟回
归方程存在协整关系；其次将各变量取对数后的数值予以标准化，标准化公式为：ｓｘｉｔ＝
（ｘｉｔ－珚ｘ）／σ，以使各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具有可比性。采用静态面板估计方法估计，并依据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ｅ检验结果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之间进行选择。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企业家资
源拓展影响比较优势增进的回归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研发效率提升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Ｅ１（１） Ｅ２（２） Ｅ３（３）

中西部地区

Ｅ１（４） Ｅ２（５） Ｅ３（６）

Ｃ
－４．３５Ｅ－１１
（－２．６２Ｅ－０９）

－２．９７Ｅ－１１
（－１．３１Ｅ－０９）

－２．６１Ｅ－１１
（－１．１０Ｅ－０９）

２．９５Ｅ－１１
（１．６８Ｅ－０９）

３．０８Ｅ－１１
（１．７５Ｅ－０９）

０．０５４　１＊＊

（１．９６６　６）　

ｌｎＲＫ
　０．２３５　５＊

（４．６４４　９）
　０．１５０　９＊

（２．６６９　５）
　０．１５５　１＊

（２．６１５　４）
０．１３３　４＊　
（３．８２２　５）　

０．１０２　３＊　
（２．４５０　９）　

　０．１２８　０＊　
（２．７３０　０）　

ｌｎＲＨ
　　０．８４８　０＊

　（１４．３７０　５）
　０．６３２　４＊

　（７．１８１　９）
　０．７９５　３＊

　（９．６９５　７）
　　０．８０５　７＊

　（１６．６２７　１）　

　　０．３４８　４＊

　（５．５１５　１）
　　０．４４５　８＊

　（９．４９４　３）

ｌｎＥ
　　０．１３４　８＊

　（４．４７４　４）
　０．４１２　９＊

　（７．１０３　５）
　　０．３４８　９＊

　（５．７６０　２）
　　０．０９２　７＊

　（３．３２０　４）
　　０．２２７　０＊

　（５．５４５　８）
　０．３３９　２＊

　（９．７９１　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９３　９ 　０．９２２　６ 　０．９１４　８ 　０．７１８　８ 　０．６９８　８ 　０．７５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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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
东部地区

Ｅ１（１） Ｅ２（２） Ｅ３（３）

中西部地区

Ｅ１（４）　 Ｅ２（５）　 Ｅ３（６）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２９．４８１　８　 ２１．２５１　８　 ３５．７４６　０　 １２．１５９　８　 １５．０１４　４　 １８．２１９　１

ｎｏｔ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１和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ｔ值。

由表１可知，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且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各投入要素均能
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效率提升。随着企业家资源从Ｅ１ 向Ｅ２ 及Ｅ３ 阶段演进，其对研发绩效提高的影响
程度主要呈递增趋势。这是由于分工深化促使企业家获得以熟能生巧为特征的才能提升，其人力资
本的拓展及其作用发挥会日益显著，从而促使生产效率提升。这也反映出随着“干中学”的深入，企业
家的商务才能可突破“学习曲线”的传统内涵而获得非常规的加速递增。从空间维度来看，在各模型
中，东部地区的企业家、研发人员及研发资本投入对研发绩效（Ｙａ）的弹性系数均大于中西部地区。其
原因在于，一方面，分工深化与交易增多使东部地区具有更强的网络效应，企业家不仅可通过加大企
业内研发投入等促进要素结构的升级，还可基于网络内的要素共享而获得技术与信息知识外溢，并通
过企业间在技术上的协同攻关而使研发投入风险降低，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企业家的
市场敏感度随着“干中学”的深入而不断增强，这使研发成果成功市场化的可能性提高，从而能更好地
分摊研发费用，使平均研发成本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而降低，进而使诸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增大，为企业
家进一步创新提供内生激励与动力。可以看到，企业家与其他要素间的分工深化，不仅促使相对高级
的要素密集度提高，研发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增，还能更好地激活企业家的创新潜能，实现其一揽子要
素配置能力的跃升。这就意味着企业家创新不仅不会完全替代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而且还可通过
对技术创新的驾驭与促进来推动两类创新的协同互动，从而提升社会经济生产效率。

三、可持续性考察Ⅱ：“拓展”对动态效率提升的影响

新古典范式研究中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观点认为，在市场价格机制调节下，总能实现及时而连
续的市场出清与充分就业，即微观上的效率可等同于宏观上的效率。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受信息不
完全等因素影响，微观上的高效也可能引致“合成谬误”，从而造成经济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宏观
经济中，当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产量水平低于潜在的产量水平时，意味着资源利用
不足，存在着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当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产量水平高于潜
在的产量水平时，意味着资源利用过度，存在着通货膨胀、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等问题［２］１１０－１１２。
而企业家作为市场知识信息发现、利用、创造与传播的主角，其资源的拓展可促进市场信息环境的
优化，并通过对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影响各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而实现帕累托改进，尤其是企业
家创业动力和能力的激活与提高，可有效增加企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而显著提高劳动力
等社会资源的利用率，“熨平”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增进经济的动态效率。
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之间有可能存在着矛盾的一面，即当创新所引致的

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时，它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会加快先进技术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
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不断上升，由此可能导致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及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６］。而在
小微企业的发展中，技术创新与充分就业之间更多体现为协同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小微企业
具有创业与就业门槛低且创业形态灵活等特点，众多从业者通过创立小微企业而使其企业家潜能得
以激活，同时吸纳并组织众多劳动力资源，为其提供“干中学”机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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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就业弹性显著提升①。尤其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而言，创业者基于其拥有的创意知识与技术诀窍而
成功嵌入社会分工体系，其投入要素的边际报酬可随着技术效率的提升而不断递增，进而提升劳动收
入占比。此外，企业家资源的拓展还可通过纳税扩大社会税基，从而使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用
于鼓励与扶持企业的创新和创业，为其提供更为优化的体制环境与基础设施。
为验证上述企业家资源拓展对动态效率提升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ｌｎＹｂｉｔ＝γ０＋γ１ｌｎＥｉｔ＋γ２ｌｎＹｂｉｔ－１×ｌｎＥｉｔ＋μｉ　ｔ （２）
其中Ｙｂ表示劳动力参与率，由三大产业中的就业人数除以该地区１５—６４岁人口总数计算得到。

Ｙｂｉｔ－１表示地区ｉ在第ｔ－１年的比较优势大小。ｌｎＹｂｉｔ－１×ｌｎＥｉｔ反映企业家通过对上一期的就业率
等宏观经济信息的研判，对当期的资源利用率的影响。模型的数据样本为中国２８省市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的面板数据，亦将其分为东部１０省市与中西部１８省市两地区加以分析。Ｙｂ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Ｅ１（１） Ｅ２（２） Ｅ３（３）

中西部地区

Ｅ１（４）　 Ｅ２（５）　 Ｅ３（６）　

Ｃ
－０．０４９　９　
（－１．５３０　１）　

　－０．００５　３＊　
（－０．１９８　９）　　

－０．０１９　９　
（－０．６７４　５）　

　－０．０７６　７＊

　（－７．１４７　５）　

　　－０．０７４　４＊　

　　（－６．１０５　１）　

　－０．０７６　０＊　
（６．１７０　８）　

ｌｎＥ
　０．１４６　７＊

（２．９９５　９）
　０．２４９　２＊

（３．３７０　７）
　０．２６０　８＊＊

（２．５１８　６）
　　　０．１１６　８＊

　　（８．５３５　５）
　　　　０．０２３　５＊＊＊

　　　（１．６６７　４）
　　０．０２８　７＊＊＊

（１．７８１　０）

ｌｎＹｂｉｔ－１×ｌｎＥ
０．００６　３
（０．１３０　２）

　０．３６５　３＊

（１１．１９５　０）　

　　０．３３７　１＊

（８．８６７　６）　

　　０．０１３　４

　　（１．１５５　９）
　　　　０．０２４　９＊＊＊

　　　（１．９１７　１）
　　０．０２４　８＊＊　
（１．９９７　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０７　２　 ０．８６３　４　 ０．８６０　９ 　　０．９１３　１ 　　　０．８９３　９ 　０．８９４　１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４．８７９　７　 ６４．３１６　９　 ７５．１１４　７　 　１７３．４５１　８ 　　１３１．１３４　３ 　１２８．３０５　９　

ｎｏｔ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注：（１）＊、＊＊、＊＊＊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ｔ值；

（２）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在度量各地区的就业状况时，以劳动力参与率代替欧美等国惯用的失业率指标；

（３）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以１５—６４岁人口作为劳动力市场总人数的估计指标。

表２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在推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前提下，企业家资源拓展亦能促进充分就业的
实现。东部地区企业家资源的弹性系数均大于中西部地区，这反映出东部地区基于其较充裕的企
业家资源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②。可以看到，在东部地区，随着企业家资源所处阶段的演进，其
对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弹性系数也在递增，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是Ｅ１ 的系数最大，表明处于不同层
次与规模的企业家资源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其就业结构。对东部地区而言，随
着企业转型升级的加快推进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对更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不断提升，这使企业
更加注重对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使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培训具有更强
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可使从业者的“干中学”绩效获得更快增进，提升劳动生产率③。而在以劳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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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课题组于２０１４年初发布的《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３
年底，在全国７．６７亿的就业人口中，有１．５亿人在小微型企业中创业或就业。新增就业和再就业人口的７０％以上集中于小
微企业，小微企业已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据测算，同样的资金投入，小微企业可吸纳就业人数平均比大中型企业多

４—５倍。参见《工商总局：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摘要）》，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４－
０３／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５００３１．ｈｔｍ，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这主要体现为当地人口就业“广度”的拓宽。

这主要体现为当地人口就业“深度”的拓展。



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转型升级相对较慢，小微型的传统企业仍是吸纳劳动
力资源的主要企业形式，从而表现为Ｅ１ 具有更大的弹性系数。值得注意的是，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中
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获得了比东部地区更快的增长，其原因在于，近年来持续上涨的商务成本
促使东部地区大批企业家开始在中西部地区开辟市场、组织要素，尤其是将大量劳动或资源密集型
企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以寻求成本节约或政策优惠，使当地的就业率得到较快提升。这表明在民
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企业家资源不仅能使本地区内人口就业的广度与深度有效拓展，还能通
过组织诸要素跨区域的流动促进其他地区就业水平的提升。此外，ｌｎＹｂｉｔ－１×ｌｎＥ２与ｌｎＹｂｉｔ－１×
ｌｎＥ３的弹性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反映出企业家作为市场信息的高效处理者，善于把握并利
用宏观经济波动的变化规律来调整当期劳动投入。企业家通过对市场动态信息及自身禀赋资源的
研判而选择合适的就业岗位扩张规模，从而在有效提升劳动力参与率的同时，缩短宏观经济波动中
峰谷值的差距，提升动态效率。

四、可持续性考察Ⅲ：“拓展”对配置效率提升的影响

遵循由分工深化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可使中国企业根据要素的相对变化动态地调
整与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而处于资源配置核心地位的企业家，则是推动中国动态
比较优势可持续增进的主体。亚当·斯密最早揭示了分工深化是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重要前
提［７］５－１６。然而分工深化会伴生交易费用的增加，只有当分工深化所引致的生产率上升幅度持续超
越相应交易费用增加时，市场规模才可能持续扩大。通常情况下，较低的生产率对应较低水平的分
工，其市场规模也较小，这也意味着企业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较高的生产率对应着较高水平
的分工，其市场规模也较大，并意味着企业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较高［８］［９］４１－６１。因而，分工深化导致
的动态比较优势持续增进的实现条件在于，随着企业家资源的拓展，市场规模持续地扩大。应该指
出，市场规模既可体现企业家资源拓展的状况，又可综合反映分工程度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水
平，可谓两者良性互动的关键纽带［１０－１１］。而只有当企业家资源拓展所引致的配置效率持续提升的
情况下，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才是可持续的。
企业家资源拓展可促进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大，欲使促进更显著，就有必要探讨推动企业

家资源拓展的实现途径。随着企业家“干中学”的深入，其配置要素的商务领域必然不断拓展，逐渐
从企业间分工向企业内分工、产品市场向要素市场、国内市场向国外市场延伸。从中国经济发展的
现实来看，其在产业集聚、资本市场与对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三个方面的发展十分迅速，从而构成了
促进企业家资源拓展，进而推动以市场规模扩大为取向的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三个重要实现途径。
产业集聚、资本市场与ＯＦＤＩ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１）产业集聚。为突破生产与自主创新的过高门槛，民营中小企业往往通过企业间分工而形成
的集群经济来提升竞争力，从而获得马歇尔外部经济增进。这使众多创业者基于人格化信息网络
成功创业，企业家潜能获得激活。与此同时，网络内诸要素的共享使技术与知识的正外部性增强，
要素的集约使用与信息有效传导使交易费用降低，从而促进企业家资源内生拓展，配置效率显著提
升。此外，从地理区位来看，中国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圈内也有着较紧密的产业布局与企
业间分工网络，其网络效应会随着市场交易在时空范围与内涵上的延展而不断增强。各经济圈的
发展反映出次国家层面上的集聚可形成比单一地区内产业集群更强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因而可通
过加强各地区间的协作发展使集聚经济效应更为显著。

（２）资本市场。分工演进推动着要素结构的升级及要素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因具有较高交易
效率与制度保障正成为重要的要素市场。与银行融资相比，资本市场融资对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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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均更加显著。从交易费用视角来看，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资源拓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
面：第一，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交易费用降低。资本市场发展促进了职业经理层及职业经理市场的
形成，可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部分或完全分离，从而使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因企业家资源内部分工
深化而获得显著提升。然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伴生着交易费用的上升，使“内部人控制”风险升高。
企业通过上市规范运作则能更好地厘清股东与经理人的权责和行为边界，使违约成本大幅增加，有
利于其开展长期且更具保障的合作博弈，由此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第二，资
本拥有方与资本使用方之间的交易费用降低。资本市场交易制度的完善和线上线下等交易形式的
创新，使资本要素可在场内外实现超越时空界限的快速流动，促进了企业融资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流
转效率的提升。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等制度约束促使资本供需双方之间信息对称性增强，市值等
一系列指标不仅可反映一揽子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且可作为企业经营绩效及市场潜力的动态评
估信息流，并引导资金及时流向具有更高配置效率的资本使用方。第三，资本使用方与技能要素拥
有方之间交易费用降低。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股票、期权等措施的长期激励效果更为显著。企业实
施股票期权激励，使技术人才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这不仅可使企业以更低的激励成本将人才
“锁定”，还能有效激发其创新的内生动力，促进技术研发的绩效不断提升。

（３）ＯＦＤＩ。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从商品“走出去”向要素“走出去”发展，可使中国的要
素资源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尽管在ＯＦＤＩ领域，市场风险与交易复杂度高于一般的
贸易形式，但它也使企业家配置要素的时空范围拓宽，“干中学”领域更为多元。发展ＯＦＤＩ不仅使
企业家获得的商机增多，要素资源得以更快的优化升级，还可开拓企业家的经营视野，使其商务才
能更具国际水准。尤其在目前外需乏力、外贸成本日趋上涨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家可尝试到新兴市
场国家进行对外投资，通过对其进行渠道构建及信用与服务体系优化而不断挖掘其潜在购买力，使
中国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１２］。
为了考察企业家资源拓展对配置效率提升的影响，可利用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的

相应变化进行研究，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ｌｎＹｃｉｔ ＝ｌｎＡ＋α１ｌｎＫｉｔ＋α２ｌｎ　Ｈｉｔ＋α３ｌｎＥｉｔ＋α４Ｄｉｔ＋μｉ　ｔ　 （３）

ｌｎＥｉｔ ＝η０＋η１ｌｎＣＬｉｔ＋η２ｌｎＦＮｉｔ＋η３ｌｎＯＦｉｔ＋μｉ　ｔ （４）
在模型（３）中，产出变量Ｙｃ以市场规模估计，用于综合反映比较优势增进的状况，包含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记为ＧＤＰ）和人均居民储蓄额（记为ＳＡＶ）两个测度指标。前者是重要且常用的具有
流量性质的收入估计指标，但无法反映投入要素在区域外取得的报酬，因而对市场规模的估计存在
一定不足；后者作为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估计指标，不仅能反映当地居民的潜在购买力，还可在一
定程度上矫正由企业家跨地区流动所造成的市场规模估计的偏误［１３］。Ｋ、Ｈ 则分别表示社会固定
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投入。Ｋ 以各地固定资本存量除以总人口数估计，固定资本存量主要由建筑
资本存量与设备资本存量构成，在计算时以１９９５年为基年，并采用永续盘存法。Ｈ 以大专及以上
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估计，用于反映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变化
趋势。引入哑变量Ｄ以测度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对我国市场规模的
影响。由于上述体制变迁对经济的影响均有一定的时滞性，故以２００４年为分水岭，之前的年份赋
值为０，自２００４年起的年份赋值为１。在模型（４）中，ＣＬ用各地区人均优势产业数估计，以反映其
产业集群发展状况；ＦＮ 用各地区人均直接融资额估计，以反映资本市场发展状况；ＯＦ用各地区人
均对外直接投资额估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中国商
务部网站与ｗｉｎｄ数据库。同样，将模型中各指标取对数后的数据进行标准化，以使其影响系数具
有可比性。上述两模型的数据样本均为全国２８省市的面板数据，分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对比
分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企业家资源拓展影响市场规模扩大的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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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扩大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估计指标：ｌｎＧＤＰ

Ｅ１（１） Ｅ２（２） Ｅ３（３）

估计指标：ｌｎＳＡＶ

Ｅ１（４） Ｅ２（５） Ｅ３（６）

ｌｎＡ
　　０．２６７　８＊ －０．１４０　８＊ －０．２６７　０＊ －０．４４７　２＊ －０．２３４　１＊　　－０．３５３　１＊

　　（－１１．６６２　０） （－５．９３４　２） （－１１．９１１　１） （－１４．２８８　２） （－７．５００　５）　　（－１０．９６５　２）

ｌｎＫ
　　０．４５３　２＊ 　０．４１１　６＊ 　　０．３８３　８＊ 　　０．１５７　４＊ 　０．１９５　４＊　　　０．１７９　９＊

　　（１６．３４１　９） （１５．８４５　８） （１５．１３７　４） （５．８１７　３） （７．７７１　７） （６．８２７　０）

ｌｎ　Ｈ
　　０．２８１　８＊ 　０．１２０　１＊ 　　０．０９６　２＊ 　０．２３７　６＊ 　０．２２０　５＊　　　０．１６４　９＊

　　（８．８９１　５） （３．９４３　０） （３．２２７　９） （７．９０４　８） （７．８６３　５） （５．５９２　１）

ｌｎＥ
　　０．１０９　６＊ 　０．３８７　８＊ 　　０．３５６　６＊ 　０．０７２　３＊ 　０．３０５　８＊　　　０．２６９　１＊

　　（７．８７４　９） （１７．１５７　２） （１６．８６３　７） （５．９５０　１） （１３．４９９　０） （１１．０５８　１）

Ｄ
　　０．５３５　５＊ 　０．２８１　５＊ 　　０．５３４　０＊ 　０．８９４　５＊ 　０．４６８　２＊　　　０．７０６　２＊

　　（１２．５０９　４） （６．２６９　４） （１２．５９１　２）　　（１４．６５０　０） （７．６７０　９） （１０．６６９　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４２　１　 ０．９６５　６ 　０．９６１　６　 ０．９５８　０　 ０．９６９　８ 　　０．９６８　４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１８．０８１　４＊ 　４．９６３　１＊ 　１３．９２８　３＊ ６０．９４１　４　 　５４．０２０　０＊　　　３５．９４０　８＊

ｎｏｔ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变量

中西部地区

估计指标：ｌｎＧＤＰ

Ｅ１（７） Ｅ２（８） Ｅ３（９）

估计指标：ｌｎＳＡＶ

Ｅ１（１０） Ｅ２（１１） Ｅ３（１２）

ｌｎＡ
－０．１９０　５＊ －０．１５９　７＊ －０．１９８　６＊ －０．１７８　４＊ －０．１１４　６＊ 　－０．１８６　３＊

（－６．９７９　７） （－５．９４５　６） （－７．２０１　９） （－７．６８９　８） （－５．４２３　３） （－８．０４６　６）

ｌｎＫ
　０．６８２　６＊ 　０．６６９　６＊ 　０．６１７　８＊ 　０．６０４　５＊ 　０．６１０　２＊ 　　０．５０３　０＊

（２０．９２１　４） （１９．７２１　７） （１７．３７４　１） （２３．１４１　４） （２３．３７９　１） （１８．１０５　３）

ｌｎ　Ｈ
　０．０８８　９＊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１７１　６＊ 　０．１６０　１＊ 　　０．１２３　９＊

（３．４９５　４） （２．５４２　７） （１．９８１　９） （８．８４８　９） （８．１３６　２） （６．２７９　３）

ｌｎＥ
　０．０５７　６＊ 　０．０８５　７＊ 　０．１３０　４＊ 　０．０４０　４＊ 　０．０９５　４＊ 　　０．１８９　２＊

（４．６３４　４） （４．０８３　４） （５．８９３　９） （４．２８９　２） （６．０２３　１） （１０．７６０　３）

Ｄ
　０．３８１　０＊ 　０．３１９　５＊ 　０．３９７　２＊ 　０．３５６　７＊ 　０．２２９　３＊ 　　０．３７２　６＊

（７．３２６　８） （６．２５３　０） （７．５５３　０） （７．９７６　３） （５．６７７　５） （８．３４０　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１１　３　 ０．９１２　８ 　０．９１２　４ 　０．９３３　４　 ０．９４３　８ 　　０．９４３　５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１４．０７１　１＊ 　１８．９９０　３＊ 　２０．８３７　６＊ 　３４．８６８　８＊ 　３４．８５０　５＊ 　　４７．９２０　２＊

ｎｏｔ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ｔ值。

由表３可知，各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大，且其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验证了前
述模型设定的合理性。除用Ｅ１ 估计企业家资源的方程（１）、（４）、（７）、（１０）及方程（１１）外，其余模
型中Ｅ对市场规模扩大的影响系数均大于Ｈ。其原因在于，相较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家拥
有一揽子要素支配权，其通过诸要素在多种新组合中的试错实现动态配置优化，并灵活调整技术创
新的节奏与方向，使之与市场需求的吻合度提高。这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家创新可以驾驭单纯的技

术创新，而且两者的协同可促使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而在以Ｅ１ 作为企业家估计指标的模型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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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系数较小的原因在于，处于激活显化阶段的企业家，在经验、能力及各要素资源的积累方面尚
存在不足，试错成功率较低，从而使其对市场规模扩大的影响有限。可以看到，在各方程中，东部地
区的变量Ｈ 与Ｅ 对市场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中西部地区，这进一步表明包含企业家资源在
内的各类人力资本可随着“干中学”的深入而获得知识与经验的更快积累，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及劳
动资源利用率上升。与此同时，在各回归方程中，表征市场开放程度的哑变量Ｄ 的影响系数为正
且显著，这反映了以加入 ＷＴＯ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样发挥着
重要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除方程（２）外，东部地区的哑变量Ｄ影响市场规模的程度要明显大于
中西部地区，这正与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先发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现实相一致。此外，在以

ＳＡＶ及ＧＤＰ衡量市场规模的不同模型中，Ｄ对东部地区ＳＡＶ的影响系数更大，与之相对应的是
其对中西部地区ＧＤＰ的影响系数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可推动居民财富
流量与存量的显著增长，且企业家资源拓展所带来的“富民效应”将日益凸显。

模型（４）的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可以看到，除方程（１）与（４）中的ＣＬ外，其余变量均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从而验证了前述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对东部各阶段的Ｅ而言，资本市场发展对其影响
最大；而在中西部地区，ＯＦ对前两阶段企业家的影响最大，资本市场则对Ｅ３ 的促进作用更大。原
因在于，东部地区在金融产品创新及资本市场体系构建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其资本市场的发展不
仅使企业的投融资渠道拓宽，融资效率提升，还使企业家获得更强的激励与约束，使其要素配置效
率与管理效率增进。而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众多民营中小企业紧迫的融资需求无
法得到满足，其企业家资源难以向较高层次跃升。相对而言，ＯＦＤＩ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家商
务才能与东道国市场的状况，与母国市场环境的相关程度较低，因而可通过ＯＦＤＩ更快实现各地区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企业家资源的拓展。与此同时，对东部地区Ｅ２ 与Ｅ３ 而言，产业集群的影响系
数仅次于资本市场，且明显大于其在中西部地区模型中的系数，这也反映出东部地区企业家基于诸
多特色产业集群及次国家层面的集聚经济圈发展而形成了更强的马歇尔外部经济，促进企业家资
源内生拓展。此外，以各地人均优势产业数估计的产业集群指标，主要与集群内具有一定规模以上
的企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而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状况关联度较低，这可能是造
成ｌｎＣＬ对以万人个体工商户数估计的Ｅ１ 影响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所在。

表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企业家资源拓展主要途径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Ｅ１（１）　 Ｅ２（２）　　 Ｅ３（３）　

中西部地区

Ｅ１（４）　　 Ｅ２（５）　　 Ｅ３（６）　

Ｃ
　０．０１７　１　 ０．０２０　３ －０．０４７　７　 ０．０４２　５　 １．２１Ｅ－０６　 ０．０２５　４　
（０．２６０　８） （０．６２７　８） （－１．１３６　９） （０．８５２　５） （３．６８Ｅ－０５） （０．５２４　２）

ｌｎＣＬ
－０．１２１　８ 　０．４２１　８＊ 　　０．２０８　８＊ ０．０７７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２９　９＊

（－１．３６２　３） （１０．４７７　９） （４．７４１　１） （１．１３２　２） （２．１８４　３） （２．４２２　７）

ｌｎＦＮ
　０．３９７　０＊　 ０．５６４　２＊ ０．８０７　６＊ ０．２３０　３＊ ０．２６４　８＊ ０．４７２　３＊

　（３．７１９　３） （１０．３４６　１） （１０．４８９　４） （３．６９　１） （５．５１４　１） （９．１２５　５）

ｌｎＯＦ
　０．２１４　９＊＊　 ０．２６０　４＊ 　０．１０４　９＊＊＊ ０．３７４　８＊ ０．８４４　５＊ ０．３９５　８＊

　（２．１１４　４） （５．６１９　０） （１．８９４　７） （７．３８１　９） （１４．２３２　５） （８．０４９　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００　８　　 ０．８８２　１　 ０．８１８　９　 　０．７７６　３　 　０．８２８　５　 　０．７４７　３　

加权方法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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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研究：市场化改革是形成可持续性的制度保障

上述计量分析表明，企业家资源拓展通过经济效率的提升可显著促进市场规模扩大及动态比
较优势的持续增进，那么促使该“增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何在？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伴生交易费用
的上升，进而制约分工与市场规模扩大的程度，故研究如何降低各要素主体间及整个社会经济的交
易费用，是推动动态比较优势增进可持续的关键。从企业家人力资本特点的视角来看，企业家的商
务潜能需在合适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被激活与拓展。中国作为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发展中大国，其市
场机制的尚不完善构成企业家才能显化的一大障碍，故经济体制环境的优化是促进企业家资源拓
展的动力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显著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
企业家“干中学”的商务环境不断优化。而在目前改革已初具成效的情形下，如何不断深化以市场
化为取向的体制改革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从而更好地激发与增强企业家的内生动力与市场
活力，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对近年来中国体制改革进程进行分析时参考
了《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２０１１年报告》［１４］２６１－３２４，该报告采用客观指标衡量近年
来各省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度与广度。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市场化指数（用Ｍ 表示）及其二级、部分
三级指标与企业家丰度（Ｅ１、Ｅ２ 及Ｅ３）间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中国２８省市主要年份市场化指数与各阶段企业家资源间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

数存在较大差异。指标Ｍ 与Ｅ１ 的相关程度一直较低，表明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小微
企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持与保护，从而制约了尚处于初始阶段的企业家资源更好地显化与拓展；

Ｍ 与Ｅ２ 间的相关系数较大且逐年上升，但近年来其增幅递减，反映出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体制改革
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家资源拓展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但该促进作用有减缓的趋势；Ｍ 与Ｅ３ 间
的相关系数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表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体制改革通过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而促进了Ｅ３ 的拓展，但改革的相对滞后又反过来制约了企业家资源Ｅ３ 的进一步拓展。
从市场化指数的二级指标与企业家丰度间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其相关系数大多呈下降趋势，这

反映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收益”正随着体制中深层次矛盾与障碍的暴露而逐渐递减，这些体
制障碍的存在使中国动态比较优势难以获得高水平增进。其中，“非国有经济发展”与企业家丰度间
相关系数的降幅最为显著，表明近年来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明显趋缓是影响企业家资源拓展与中国比
较优势持续增进的主要症结所在，而导致其趋缓的原因可从部分负向变动率较大的三级指标获得体
现。近年来“价格市场决定程度”与企业家资源的相关系数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这反映出价格的非市
场决定方式容易导致价格体系的一定扭曲，产品市场的尚不完善影响了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
手段的作用发挥，导致资源错配与经济效率低下。２００９年“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总投资比重”与各阶
段企业家资源间的相关系数较低，这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许多高端服务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存
在着大量“有形”与“无形”的进入壁垒，致使大量民营企业家囿于技术水平与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制
造和服务业中，其数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却难以通过更高层次的“干中学”获得商务才能与物质资本
积累的跃升。“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与企业家资源间的相关性在减弱，这表明在要素市场中，利率市
场化、融资渠道拓宽、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等金融改革的滞后使金融资本主要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中
小企业的融资缺口扩大。这导致民营经济的发展放缓，比较优势增进的空间日趋缩小。与此同时，
“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与企业家资源间相关系数的降幅较大，这反映出政
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会对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产生不利影响。从近年来中国发展的现实来看，企
业家所受到的相关“约束”不是过少，而是过多。大量“约束”偏重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却忽略了
道德、法规与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这使市场交易中的违约风险增加，由此形成的“囚徒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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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会使企业家进行市场拓展与创新的积极性减弱，而从事投机与寻租活动的可能性上升［１５］。从
总体来看，上述体制障碍的存在导致市场交易费用增加。因此，亟须通过着重从这些方面进行经济
体制的深化改革，以促进企业家资源更好更快地拓展，使动态比较优势增进具有可持续性。

表５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及其二级、部分三级指标与企业家资源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

变量 年份
总指数

Ｍ

二级指标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部分三级指标

Ｍ１．３ Ｍ２．２ Ｍ３．１ Ｍ４．１　 Ｍ５．２　

Ｅ１

１９９７　 ０．２４５　 ０．３３６　 ０．３２８　 ０．２９５　 ０．２０６　 ０．３２８　 ０．３５６　 ０．２２０　 ０．０３６　０．２５１－０．１２５　

２００３（ａ） ０．１８４　 ０．０８３　 ０．１９７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９７　 ０．２７５　 ０．１０５－０．０２８　０．１４６　 ０．４５２

２００６（ｂ）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４　 ０．２８７－０．１３１　 ０．１６０　 ０．２８７　 ０．３５０　 ０．３８７－０．２１０　０．２３９　 ０．３９６

２００９（ｃ） ０．２１０　 ０．０９７　 ０．２５３－０．１０６　 ０．１１１　 ０．２５３　 ０．１６２　 ０．２９４－０．１７２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５

（ｂ－ａ）／ａ ０．２４５　 １．８１９　 ０．４５７－２．６３８　 ０．５３８　 ０．４５７　 ０．２７３　 ２．６８６　 ６．５００　０．６３７－０．１２４

（ｃ－ｂ）／ｂ －０．０８３ －０．５８５－０．１１８－０．１９１－０．３０６－０．１１８ －０．５３７ －０．２４０－０．１８１－０．２０１－０．６３４

１９９７　 ０．５８１　 ０．３０３　 ０．４４３　 ０．４９９　 ０．５３５　 ０．５９６　 ０．２６０　 ０．３０６　 ０．４８７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８

２００３（ａ） ０．６１１　 ０．３５５　 ０．６１９　 ０．３５８　 ０．６４３　 ０．７２７　 ０．６２８　 ０．５３３　 ０．５９３　 ０．５９９　 ０．６９２

Ｅ２
２００６（ｂ） ０．６７８　 ０．５２７　 ０．６２２　 ０．２９１　 ０．６５９　 ０．８０３　 ０．７６８　 ０．５１６　 ０．２５９　 ０．２７２　 ０．７２１

２００９（ｃ） ０．６７６　 ０．５６５　 ０．４４０　 ０．３２５　 ０．６６０　 ０．７５１　 ０．５３３　 ０．２０８　 ０．３０８　 ０．２０３　 ０．５１５

（ｂ－ａ）／ａ ０．１１０　 ０．４８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８７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５　 ０．２２３ －０．０３２－０．５６３－０．５４６　 ０．０４２

（ｃ－ｂ）／ｂ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２ －０．２９３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２－０．０６５－０．３０６ －０．５９７　 ０．１８９－０．２５４ －０．２８６

１９９７　 ０．４４２　 ０．１７１　 ０．３１４　 ０．４２３　 ０．３２０　 ０．５７１　 ０．２８９　 ０．１７４　 ０．５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８

２００３（ａ） ０．５７１　 ０．１８７　 ０．５５８　 ０．３６７　 ０．４７４　 ０．７４９　 ０．４２６　 ０．５００　 ０．５７５　 ０．４６９　 ０．５９３

Ｅ３
２００６（ｂ） ０．５０１　 ０．２７６　 ０．４１１　 ０．２５７　 ０．４９７　 ０．５７３　 ０．４３９　 ０．３００　 ０．２６５　 ０．０９５　 ０．５５９

２００９（ｃ） ０．４６３　 ０．３３３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６　 ０．５１６　 ０．４９８　 ０．３６４ －０．０６２　 ０．３２０　 ０．１１２　 ０．５４６

（ｂ－ａ）／ａ －０．１２３　０．４７６ －０．２６３ －０．３００　 ０．０４９－０．２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４００－０．５３９ －０．７９７ －０．０５７

（ｃ－ｂ）／ｂ －０．０７６　０．２０７ －０．４６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８－０．１３１－０．１７１ －１．２０７　 ０．２０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２３

　　注：市场化指数（Ｍ）的二级指标中，Ｍ１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Ｍ２ 指非国有经济发展，Ｍ３ 指产品市场发育，Ｍ４ 指要素

市场发育，Ｍ５指中介组织与权益保护；三级指标中，Ｍ１．３指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Ｍ２．２指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总投

资比重，Ｍ３．１指价格市场决定程度，Ｍ４．１指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Ｍ５．２指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

六、结论与启示

由于半隐性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具有需要市场体制环境激活方能显化的特点，故企业家资源拓
展对处于转型升级时期的中国是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捷径。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该“捷径”的通
行只有保持可持续，才能使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实现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就要求上
述“增进”必须符合经济效率，才能经得起以经济效率为标准的检验。从经济效率的微观、宏观、综
合三个层次构建计量模型，对此予以考察与验证后发现，从企业家资源拓展导致的生产效率、动态
效率、配置效率三个层次的显著提升，可揭示上述“可持续性”的形成机理，并得到以下启示：

（１）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企业家对诸要素组合的创新方能改进研发、提升生产效率。企业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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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吻合度，并有效把握技术先进程度与成本的平衡点，以及实施渠道控
制等，故企业家创新不仅不会完全替代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而且还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驾驭与促
进而推动两类创新的协同互动，从而使社会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可持续性。

（２）单纯的技术创新虽能提升生产效率，但也可能加快先进技术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导致生
产过剩、非自愿失业率上升、动态效率下降。由于技术创新加快与失业率高企并存会减慢经济增长
速度，从而形成微观生产效率与宏观动态效率不一致的矛盾，这构成了目前全球诸发达国家在经济
发展上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当前亟需学术界予以研究的重大前沿课题。由企业家资源拓展引致
的企业创业增加，尤其是政府通过政策支持与扶持而促进小微企业家创业动力与能力的增强，是化
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故注重创新与创业协同的企业家资源拓展是提升动态效率的重要前提，
也是促使宏观、微观层次效率趋于一致的必要条件。

（３）将动态效率引入分析框架，可突破传统研究配置效率局限于空间维度的窠臼，而使配置的
内涵拓展至时间维度，从而使以分工深化为表征的动态比较优势研究能置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真
实世界中，故可获得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在分工深化引致的市场规模扩大进程中，企业家配置要素
的时空范围必然更大，从而使其“干中学”绩效得到持续改善，商务才能不断增进，配置效率大幅提
升。故以配置效率提高为结果的企业家资源拓展，可与市场规模扩大形成螺旋上升式的内生良性
互动，从而促进动态比较优势的持续增进。

（４）计量分析表明，虽然企业家资源拓展在经济效率的上述三个维度都影响显著，并构成了可持
续性的重要驱动源，但伴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产生的交易费用也会不断上升。故只有不断深化市
场取向的体制改革，才能降低交易费用，为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持续增进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５）近年来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所遇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如政府权力边界的模糊、产品与
要素市场不完善、金融改革滞后、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都会导致交易费用上升，构成中国企业家资源拓
展的体制障碍。化解此类障碍可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市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激发企业
家创业、创新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增强激励效果。通过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以降低垄断程度，形
成可竞争的市场形态［１４］，提高各类型企业家的“干中学”绩效，有效扩大市场规模。二是通过道德、法
规与产权体系的健全，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使市场参与各方预期更明晰，从而有效降低整个社会的
交易费用。政府既需要通过简政放权、提升行政效率来减弱对微观主体的事前约束，以激发其创造活
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又需要通过健全法制与产权保护体系来增强对交易主体的事中与事后约
束，这可使市场参与各方基于明晰的市场预期与公平的竞争秩序而达成可信任的契约，开展重复合作
博弈，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由此不断降低，从而促进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可持续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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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能源：理论、治理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如何提升政府的环境和能源治理能力？怎样构建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环境与能

源治理体系？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４日，“环境与能源：理论、治理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德国、荷兰

等四十多位国内外知名环境与能源问题专家就中国生态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环境治理与生态政治、国际视野与大国合

作、生态能源发展与政府作用以及环境与能源治理探索等专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提出，尽管中国将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但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因此，必须深化能源

资源领域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快推进能源转型，大幅提升传统能源部门效率，大规模发展

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能源，建立对生态环境更加友好的能源供应和消费系统。

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将以环境与能源治理为着眼点，以政府行为作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绩效等作为维度，旨在通过对当前中国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环境保护和能源治

理职能的履行情况展开描述、分析和解释，探讨影响政府在环境和能源治理中采取特定行为模式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强

和改善政府在环境和能源治理能力方面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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